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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政治制度 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变化，最显著的是丞

的建立。洪武十三年（ 年）春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以左丞相胡

惟庸“谋反”为名，下令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达一千五百多年

的丞相制。此后，明朝内阁制度便在废相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逐步

发展，这不仅是明朝中央政治机制的重大演变，而且在中国政治制

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本章拟就明朝内阁制度产生的历史根

源、制度的萌发、基本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系统的阐述。

一、君权与相权斗争的历史回顾

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建立，其实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君权与

相权长期矛盾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它是君主专

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自秦王朝统一后，便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一套君主专制中央

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集权

于中央；二是中央集权于皇帝。在皇帝之下，设置三公、九卿等辅

政官员，组成中枢政务机构，分理全国庶务。而作为三公之一的丞

相（宰相），除听命于皇帝外，拥有总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决策

军国大事、任免各级官吏等等权力。他是封建官僚组织中法定的最

高行政长官，其地位素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整个封建社会

里，君权与相权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封建统治这个根本方面

是一致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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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官僚集团之间，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

在最高统治层的权力分配上，便经常会产生种种矛盾和斗争，而君

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君

弱臣强”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相权超越君权的“专权”局面，甚

至会导至“篡位改朝”。所以历代凡是有作为、有魄力的“英主”，大

多采取有效措施以防范和制止相权的膨胀。

如汉武帝就曾下令，九卿等官员不需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并

且提拔了一批资望较浅的中下级官吏作他的侍从，替他出谋划策，而

一切决策均由中朝作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只负执行职责。

东汉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权臣当国、外戚篡权的教训，通过扩

大尚书台组织，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即所谓“光武皇帝愠

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下任，虽置三公，事

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魏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在中枢机构中普遍推行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即“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受而

行之”，三省分别掌握了诏令起草权、审核权和执行权。这种三省分

立制，实际上是限制了皇帝个人随意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力，使各个

不同的士族集团在中枢权力分配上保持着大致的平衡，而皇帝大权

则旁落。像东晋时期“，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

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 所以三省制盛行于严重分裂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看来不是偶然的。

隋朝与唐初虽然沿用三省制，但限制相权的斗争亦随之而开展。

隋文帝杨坚以柳述为兵部尚书，参掌机要，其目的主要在于分割宰

相杨素之权。 正如《通典》所载：“文帝渐疏素，诏曰：仆射，国

①《后汉书》卷 《仲长统传》。

②《晋书》卷 《姚兴载记上》。

③《隋书》卷 《柳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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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示尊崇，实

夺其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省事。’， 唐太宗李世民则从品秩较

低的官员中超擢人才，让他们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同中

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名称，担任要职，参决中

这些枢机务，即所谓“其名不一，皆宰相职也。” 举措，无非是藉

以削弱三省长官的传统权力，并强化君权。到唐玄宗时，本来是法

定宰相的左右仆射，如果不给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

不能过问机密要政。此外，唐玄宗还“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

是别建学士院，俾掌内制。’， 由于学士之人选，不限资历，便于皇

帝对他们的控制与驾驭，从而大大有助于君权的强化。

到了宋代，这一套制衡相权的办法，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扩

大和制度化，也就是正式形成为官衔与实际职务相互分离的“官职

差遣制”。《宋史 职官志总序》对这个问题表述得十分清楚：“宋承

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

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

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

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

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居其官不知

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

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为了防止宰相赵普专权，便任命薛居正

等三人以“参知政事”作“副贰”，实际上是起着牵制宰相的作用，

因而成为定制。此外，宋代还把唐末五代权宜设置的枢密使和三司

使变为常设，用以分割宰相的军权与财权，从而使本来“事无不

①《通典》卷 射》。

②《新唐书》卷 《百官志》。

③《唐会要》卷

④《宋史》卷 《职官志总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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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则大权独揽，对中枢机制

操纵自如。

而明代的政制，本来就效法汉、唐。因而汉、唐以来这些制衡

相权、强化君权的措施，对明代自然有着重要的影响。纵观我国历

代政制发展的总趋势，明代之废除丞相和建立内阁，正是君权与相

权长期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丞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在称帝前后，鉴于当时“戎马未息，创夷未苏”的形势，

并不急于更定元朝官制。在元至正二十四年（ 年）称吴王时，即

仿元制建立中书省，任命李善长为中书右相国，徐达为中书左相国，

由他们“纲领百司，综理庶务”。但与此同时亦曾告诫他们说：“立

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甚至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申约束。故皆

禀号令，无敢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 可见，朱元璋还

未正式称帝，就对相权问题表现得相当敏感了。

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后，洪武元年（ 虽然没有接受刘基和

陶安提出的按元朝旧制以太子任中书令的建议，仍令李善长和徐达

分任左丞相与右丞相。但他对于任相人选却十分谨慎和警惕，曾先

后与刘基密议过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以及刘基本人的任

相问题。《明史 刘基传》对此事记载颇详：“初，太祖以事责丞相

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

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

①《明史》卷 《太祖本纪一》。

夏燮： 页。中华书局《明通鉴》前编卷 ，第一册，第 年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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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小木为之，且立覆 洪武四年（ 年）正月，李善长终于被

罢相。“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

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

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

‘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

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
，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以上这番问答，从表面上看像

是对具体人选进行品评，但实际上却反映出朱元璋对相权的不放心。

刘基本人之所以一再辞不任相，看来并非出于自谦，以刘基之精明

和远虑，其实他已多少看到了在皇权强化的形势下身居相位的利害

关系了。但不管怎样说，刘基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对其后朱元璋之

决心废相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洪武十三年（ 年）废相前，朱元璋共任命过四员丞相。其

中的徐达因“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 他在任相的四年期间，

其实只有两个月在京，实际上只是个“挂名丞相”，因而得保善终
。

其余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再加上曾一度“专决省事”的

中书左丞杨宪，都先后因与相位沾边而被朱元璋罪诛，其间虽然不

排除含有某种个人因素在内，但从总体上看，亦足以反映洪武初年

君权与相权斗争之激烈。

李善长以开国元勋，列爵上公，统领枢要，任左丞相三年，对

有明一代之开国制度实多有规划和建树。他的业绩，朱元璋也是承

认的，甚至赞誉说“：汉之（萧） 但李何（、曹）参，无以尚也。”

①《明史》卷 《刘基传》。

同上书，卷 《李善长等传赞》。

③在一些野史中曾有“徐达病疽，甫愈，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 之说，考之并无

实据，显系猜测传闻。故仍本《明史 徐达传》的记载。

④谈迁：《国榷》卷 ，第一册，第 页。中华书局 下同）年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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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长其人“外宽和，内多忮刻，比进大国，意稍骄。” 这对于权位

欲极 至强的朱元璋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而早就“有易相之议。”

洪武四年（ 年）正月，便以“其年既高”“、有疾”之类的理由，

许其“致仕”。由于李善长曾举荐胡惟庸任太常少卿“，因相往来”，

“而善长弟存义子佑，惟庸从女婿也” ，两家便多了一层姻亲关系。

这样， 年）以李善长自然是难逃大难，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

“知逆谋不发”，追论“胡党”被赐死“，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

十余人皆坐族。’，

汪广洋是由于为政“廉明持重”而受到朱元璋擢用的，他于洪

武四年正月和洪武十年九月先后两次任职右丞相，时间加起来共有

四年多。他在相职任内于大政虽“无所建白”“、浮沉守位而已”，但

亦无大的过错。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以“谨厚自守”著称的汪广洋，

最后亦不为朱元璋所见容，因汪广洋先后与杨宪、胡惟庸在中书省

里共事，遂以“朋欺”及“在中书不发杨宪奸”的罪名，先谪贬广

南，及舟次太平时又赐敕加以诛杀
。

胡惟庸是个“专恣不法”的人物，这是可以肯定的。洪武六年

年）正月，汪广洋第一次罢相时“，帝难其人，久不置相”。惟

庸遂得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是年七月升右相，旋迁左相，“自

是势益炽”“ ，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独相数岁，生杀黜陟

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

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

从容言于帝”“，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 而这一切，又都是在

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册，第 页。

② 同 上 书 ，卷 ，第一册，第 页。

《③《明史》卷 李善长传》。

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册，第 页。

⑤《明史》卷 《汪广洋传

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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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任相时发生的，这样，便使明初本来已经相当紧张的君权与

相权的矛盾斗争，迅速趋于白热化。朱元璋遂决意以胡惟庸为突破

口，以“胡党谋逆”为导火线，废除丞相制。

应该看到，朱元璋对于废相，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洪武九年（ 年）六月，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

司”，另设按察使司掌一省的司法刑狱，都指挥使司掌一省的卫所

军事，三司鼎立，各自对中央六部及皇帝负责。而行中书省，本来

是中书省派驻各地的行政机构，直接对中书省负责，由于这样一改，

中书省的基础就被架空了，因而废除行省的实质，是朱元璋准备废

除丞相制所走的第一步。

洪武十一年（ 年）三月，朱元璋借总结元亡的教训，在诏

书里指出：“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

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 为此，他令六

这部及所属各司，嗣后“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样，以丞相为首的

中枢政治机制，实际上就被否定了，“上于是始疑胡惟庸等。”很明

显，这是朱元璋准备废除丞相制所走的第二步，同时，这也是对胡

惟庸的专擅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警告讯号。

洪武十二年（ 年）九月，“占城入贡，惟庸等不以闻，⋯⋯

上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礼部

又委之中书。上益怒，诏下诸臣狱，穷诘主者。’， 汪广洋首先被谪，

并被赐死，胡惟庸更是势所难免。这样，废相制的导火线便终于引

爆了。

洪武十三年（ 年）正月，“胡惟庸谋反，及其党陈宁、涂节

等皆伏诛”。由此而“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原为正三

①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册 页。，， 第

②《明太祖实录》卷

③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 页。册，第

④ 同 上 书 ，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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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上惩胡惟庸

乱政，遂定制，不置丞相，仿古六卿制，以政归六部，并著之《

》”

其实，说胡惟庸违纪不法，这并不假；但说他“结党谋逆”，则

实据不足。很明显，胡惟庸案只不过是朱元璋实行废相制的一个借

口，问题的实质在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在此时已发展到难以调

和的地步，因此，不管有没有胡惟庸事件，废相改制是迟早总要发

生的。对于这个问题，朱元璋在《祖训》里有一段颇富理论性的表

白，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 相。自秦始置丞

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

今我朝罢 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

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

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另外，在《太祖实录》里也有

一段记载说：“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彼此颉颃，不敢相压，

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这里所说的“大权一归朝廷”“、事皆朝

廷总之”，其实无非是君权强化的同义语；至于所谓“详善”、“稳

当”，正说明朱元璋在废相制后其权力获得了顺利的和充分的发挥，

这就难怪他要把永远废除相制一事写入《皇明祖训》，并一再加以重

申了。

三、内阁制度的萌发

丞相制度被废除后，便由六部分理全国有关政务。过去，六部

从属于中书省；现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皇帝事实上兼

①夏燮：《明通鉴》卷 ，第一册，第 页。

② 同 上 书 ，第 页。

祖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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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了丞相的职责，从而使君权与相权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权力高

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皇帝的权力是空前地加强了，所管的政务也大

大地增加了。给事中张文辅在奏疏里就曾提及：“八日之间，内外诸

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也就是说，在废

相之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不

管朱元璋是如何雄心勃勃、精力充沛，但繁浩的朝政毕竟使他应付

不了。这个新的矛盾，在废相后很快就摆到了朱元璋的面前。他自

己亦尝说“：联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偏。苟政事有失宜，

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

洪武十三年（ 年）九月设置四辅官，就是朱元璋为解决这

个新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明通鉴》载：“上既罢中书

省，分其职于六部，又念论思密勿，不可无人，诏天下举贤才。户

部尚书范敏荐耆儒王本等至。”“始置四辅官，告于太庙。仿古四时

命官之制，以（王）本及杜佑、龚 为春官、杜 、赵民望、吴源为

夏官。秋、冬缺，命本等摄之，俱兼太子宾客，位列都督之次，隆

以坐论礼，命协赞政事。⋯⋯刑官议狱，四辅及谏院覆核奏行。有

疑谳，四辅官封驳以闻。” 同月，朱元璋即敕谕王本等四辅官说：

“联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卿受斯任，民

生系焉，可不重乎 卿等昨为庶民，今辅联掌兹二仪，敬事不可有

乖。’， 翌月，又谕王本等说：“古者三公四辅，论道经邦，理阴阳，

顺四时，乖戾则曰失职，卿等尚竭忠勤，用佐厥终。’， 这是朱元璋

设置四辅官用以佐理政务之始。

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册，卷 页。，第
②同 页。上书，第

夏燮：《明通鉴》卷 页。，第一册，第

④《明太祖实录》卷

⑤谈迁：《国榷》卷 ， 页第一册，第

同上书，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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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即所谓“昨为庶民”，在当时

的政坛上并无多大的名望，朱元璋对他们自然也容易驾驭。但从他

们之职责为“协赞政事”“、封驳疑狱”“、四时轮值”等情况看，则

朴明显地具有“内制”的性质，只是由于王本等人“惇 无他长”而

未能胜此重任。到 年）正月，“洪武十四年（ 等四人，相继致

仕”，继任四辅官的安然，虽然担任过工部尚书、布政使、御史中丞

等官职“，久历中外 但他任辅职不久就病，练达庶务，眷注特隆。”

死了，而王本则“坐事诛”。后继者李干、何显周不久“俱罢去，是

四辅官的设置，前后虽然只有短短官遂废不复设。” 的一年多，但

它毕竟是朱元璋在废相后进行改制的一种尝试，对其后内阁制度的

设置，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年）十一月，朱元璋命建置殿阁大学士，它洪武十五年（

是继四辅官后在改制问题上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从组织体制上说，

它标志着明朝内阁制度开始萌发。

《明通鉴》载：“上既罢四辅官，欲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

问，乃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

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又

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铨等为之，辅导太子，秩皆五品。”

其后，在洪武十六年曾征耆儒全思诚授文华殿大学士，十八年擢翰

林待诏朱善为文渊阁大学士。

这些殿阁大学士具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一是他们或

出自翰林职官，或仍以耆儒征召，但均以“博通经史，文体典确”见

长，而于军国政务却不甚在行。二是在官秩方面一般都比较低，除

刘仲质刚擢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外，其余的原有职任都不高，任阁职

《明史》卷 《安然传》。

同 上

夏燮： 《明通鉴》卷 ，第一册，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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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官秩亦仅五品。三是在年龄结构上偏大，像鲍恂已年逾八十，余

铨亦逾七十，他们对阁职的任命俱表示固辞不就，因而旋即放还。其

余的任职时间也不长，或“卒于官”，或“改迁”“、致仕”。四是在

任阁职期间，他们的政绩并不显著，对军国重务，均无甚建树，只

是在经史义理的铨释方面下了些功夫，如吴沉奉命以敬天、忠君、孝

亲三事为中心，撰成《精诚录》进献，并进讲《周书》 。宋讷很快

便改任国子祭酒“，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 朱善自任职

箴后“，尝讲《家人卦》、《心 》，帝大悦。” 然未几即告归。这种情

况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从职责上看，当时“析中书省之政归六

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

平反则参之大理寺。’， 故清人赵翼在所撰之《廿二史札记》中曾说：

“明祖革 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章，兼司平驳，虽设有内阁

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 洪武年间

的殿阁大学士，既然只是“备顾问”，那么顾问与否，作用大小，便

因皇帝自身的能力和需要而有所不同。朱元璋“三十一年忧危积心，

克勤不怠”“，昧爽临朝，日晏忘餐”“，自圣心神画者独多”，甚至在

临终前仍“临朝决事如故。” 所以《明史》对此得出结论说“：帝方

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

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体，视前代宰执，迥乎异

矣。”可见洪武朝所设之殿阁职，尽管在组织结构上尚未制度化，其

作用亦未获得充分发挥，但从事物发展的角度去看，它已标志着明

①《明史》卷 《吴沉传》

② 同 上 书 ， 卷 《宋讷传》。

③ 同 上 书 ， 卷 《朱善传》。

④ 同 上 书 ， 卷 《职官志一》。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第 页，中国书店
谈迁：《国榷》卷 ，第一册，第 页。
《明史》卷 《职官志序》。

同上书，卷 《宰辅年表序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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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内阁制度已开始萌发，它在诸如阁职名称、阁臣主要是从翰林院

职官中选拔以及内阁的职掌等方面，都不失为其后内阁制度的正式

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

惠帝朱允炆在位仅四年，他一方面“改大学士为学士”；另方面

“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国家大政主要取决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

寺卿黄子澄，、文学博士方孝孺亦参与咨议，因而建文期间，殿阁学

士的建制，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较之洪武朝还稍

有后退。

明朝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

《明史 解 “擢侍读，命与黄淮、缙传》载：成祖入京师，解缙

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值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

机务自此始。“”帝尝召缙等曰：‘尔七人朝夕左右，联嘉尔勤慎，时

言之宫中。”“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

这一段记载，有几点是很也。” 值得注意的。

第一，从永乐开始，已有人数较多的阁臣同时入值内廷，他们

“朝夕左右”“，言之宫中”，从而在中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机

构，用以弥补废相后中枢决策所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永乐五年（

年）十一月，成祖朱棣专谕吏部“：（胡）广等侍联日久，继今考满，

勿改外任 这与其它廷臣相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它。

从制度上保证了内阁成员的相对稳定。因而自永乐开始，阁臣的设

置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便意味着内阁作为中枢机制，已由洪武朝

《明史》卷 《解缙传》。

②《明太宗实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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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稳 本形成定型向永久性建置转变。这应该说是明代内阁制度基

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二，从永乐开始，阁臣的主要职责已明确为“参预机务”，也

就是在不同程度参预了中枢军国重务的决策，而不像洪武朝之殿阁

大学士那样偏重于经史义理。即所谓永乐入值“诸臣，从容勿密，随

事纳忠，固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已也。’， 我们认为，永乐阁臣这

一职责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它实际上是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形成的

另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翰林官员之

“参预机务”，并非从永乐才开始，早在洪武末年就曾命翰林官“看

详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建文时，命翰林院文学博士方孝孺参预国

家大政的议论，代皇帝批答章奏，撰拟诏檄。此意无非是说永乐阁

臣之“参预机务”，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对于这种说法，看来颇值

一议。其一，洪武末年翰臣之“看详奏启，兼司平驳”，实不能与永

乐阁臣之“参预机务”等同看待，后者之内涵实比前者广泛得多，其

实效也要大得多。只要我们把永乐阁臣与洪武翰臣加以比较，就不

难看出两者的区别。其二，阁臣虽然主要选自翰林职官，在内阁初

期的许多方面，也还未完全与翰林院脱钩，这正是内阁制度基本形

成期所必然具有的特点，但也不能因此而把阁臣与翰臣完全等同起

来，因为两者之间起码已经有了“入值”与“没有入值”的区别，而

入值阁臣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亦非翰林院一般职官（包括掌院学

士）可比。纪盷所撰的《历代职官表》，就十分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

他特意引用了邓球 等“入居之《泳化类编》说：成祖初即位，解缙

阁中，谕以委任心腹，至意专典机密，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内

阁自此始矣。 很明显，永乐阁臣之“专典机密”，确非翰官之“详

看奏启”可以比拟的。其三，建文时期的方孝孺，有其作为翰臣

①《明史》卷 《解缙等传赞》。

纪盷 《内阁下》第：《历代职官表》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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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掌内制”的一般性；亦有其处于建文“削藩”和“靖难之役”背

景下的特殊性，事实上方孝孺是与齐泰、黄子澄组成了建文帝的三

人核心圈起作用的，他们当时所肩负的职责，并非翰林院文学博士

之常职，亦非黄子澄所任太常寺卿之常职。这种特殊性是十分清楚

的，否则连宣德时的“内阁票拟”亦无多大意义，因为早在建文时

方孝孺已有“代皇帝批答章奏，撰拟诏檄”之权，而这权力实比一

般“票拟”大得多。因此，拿出方孝孺来作一般的比喻是不大恰当

的，也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我们之所以重视并且强调永乐阁臣之“参预机务”，主要是与洪

武朝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于政事无

与也”的情况相比较，用以说明内阁制度基本职能的奠立。对于这

一点，诸史籍的记载都是很明确的，如孙承泽所撰《春明梦余录》载：

洪武所置大学士“皆侍左右备顾问，然不得平章军国事。永乐入践

极，始开内阁于东角门”，简解缙等七人“入值文渊阁，诸六部大政，

咸共平章。’， 纪盷之《历代职官表》也说：洪武时“虽尝设殿阁大

学士，祗备顾问，并不以为与闻国论之官。至成祖始简儒臣直文渊

阁，令其参预机务，于是有内阁之名，洪武之制至永乐而又一变。

由此可见，内阁制度之“又一变”，实与阁臣之得“参预机务”“、平

章军国大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那种否定永乐内阁“参预

机务”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显然是不大恰当的。

第三，从永乐开始，内阁机构的名称亦开始明确。除上面已引

述的永乐时“始开内阁于东角门”“、内阁自此始矣”“、于是有内阁

之名”诸条外，《明史 职官志一》之《内阁》条也提到：入值阁员，

“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 有名内阁。’，

孙承泽 《内阁一》第：《春明梦余录》卷

纪盷 《内阁下》第：《历代职官表》卷

③《明史》卷 《职官志 内阁》。

页。

页。



第 15 页

些论者一方面承认《明史》的这一解释是可取的；另一方又认为阁

臣之“授员（原文实为“授餐 大内”，须“避宰相之名”是宣德

。对于这一说法，看以后之事，不应将其“误移”于永乐之时 来亦

颇值一议。

考《明史》原文所叙，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提法，其本身并没有

特定的时间规约，它可适用于明代有“入值阁员”的任何一朝，并

不存在所谓宣德以前或宣德以后的绝然区分，因而把它用于永乐朝，

这从文献学的角度讲，并非什么“误移”。再证诸史实，我们认为明

代之入值阁臣，“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这绝非宣德以后

才有，恰恰相反，这种情况正是始于永乐朝，并且以永乐朝最为明

显，诸如阁臣“朝夕左右”“、时言宫中”“、旦夕侍联”“、常立御榻

左”、“至夜分犹赐坐榻前语”等等记载，均指永乐阁臣，这绝不是

偶然的，也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可以这样说，在宣德以后，阁臣之

“常侍天子殿阁之下”，没有哪一朝能比得上永乐朝，这又怎能说是

“误移”呢 至于说到须“避宰相之名”，这要看怎样去理解，我们

认为自朱元璋废除 相、并将禁置 相一事著诸《皇明祖训》后，就

一直存在着须“避宰相之名”的问题。成祖朱棣之置立内阁，并赋

予阁臣以“参预机务”的权力，就必然要“避宰相名”，所以不管永

乐阁臣于政事之裨益有多大，成祖对他们的赞誉，也只能说其“裨

益不在尚书下也”这样的话；成祖给予有功阁臣的奖赏，也只能是

与尚书相等。这些都是“避相名”的一种实际反映。当然，如果

“避相名”是专指那种权倾一时的内阁首辅而言，那也不是宣德时期

的事，起码要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出现了像张璁、夏言、严嵩、

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这样一批赫赫有名的“权相”，才能对得上号。

这恐怕连持此观点的论者，也不会认为“内阁”之名要迟至嘉、隆、

①刘礼芳：《关于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载《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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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时才出现吧 由此可见，提出所谓“误移永乐”的说法，是缺乏

足够依据的。

综上所述，从建置比较稳定的组织机构、明确“参预机务”的

职责、机构的名称这三个主要方面来看，明朝内阁制度在永乐时期

可以说是基本上形成了。

当然，目前学界对于明代内阁基本形成的问题，在看法上仍然

存在着分歧，似可再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如有些论者提出：“票拟

和首辅，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基本内容。票拟的出现，意味着内阁制

度的初步形成；首辅制的确立，标志着内阁制度的最终形成。”并且

断言“《明太宗实录》，无一语言及内阁’，。有些论者也断言：不仅

《明太宗实录》不言内阁，《会典》和《明史》并未明言永乐时有

“内阁”之称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的辨析。

第一，以上的分歧，首先涉及到判断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形成的

标志，在理解上各有不同。不错，“票拟”与“内阁首辅”无疑是明

代内阁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我们所讨论的是这一制度的基本形成，而

不是它的发展、完善和鼎盛，如果以“票拟”和“首辅”的出现，作

为内阁制的起点与基点，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制度本身有一个发展历

程。其实，内阁之票拟本源于阁臣“参预机务”职责的确立，是阁

臣在“参预机务”的实践中，用以体现其权力的一种方式，也是这

种权力的一种发展。从这一点上说，永乐阁臣之参预机务，对于内

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来说，应该说是一个起点和基点，如果没有这个

起点与基点，仁宣时期的内阁票拟也就无从谈起，这一源流关系是

十分清楚的。再说“内阁首辅”，它的出现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坚实的

基础，而这个基础不是别的，正是永乐年间内阁已经形成为一个稳

定的政治实体，而自永乐以后，它从来没有中断过。在这样的一个

方志远：《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载《文 辑。史》第

②刘礼芳：《关于明代内阁建置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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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前提下，内阁中人数不等的成员，才渐次地出现“群辅”、“次

辅”与“首辅”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距便愈拉愈大。由此可见，制

度的基点在于内阁成为一个稳定的机构，而首辅的出现，只不过是

这一实体自身在组织上不断完善发展的一种体现。因此，它的源流

关系也同样是清楚的。

第二，关于《明太宗实录》、《大明会典》、《明史》诸典籍有无

一语言及永乐内阁的问题，这不能靠断言，而只能靠事实说话。《明

史》中的《纪》、《传》、《志》、《表》有关永乐内阁的记载，可以说

是比比皆是，除上面行文中已引述者外，其要者如《选举志二》：

“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 《职官志二》“：成祖初

复旧。其年（建文四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

谓之内阁。 《杨士奇传》“：成祖即位（，士奇）改编修。已，简入

内阁，典机务。’， ⋯⋯如果要继续列举的话，还可以列出很多。

再看《会典》，有关永乐内阁的记载，其数量虽不及《明史》多，

但亦不能断言没有。如“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

务，谓之入阁办事。’ 又如永乐六年（ 年）所定七年（

年）春成祖巡狩北京时的扈从官员，其中就开列有“内阁官三员，侍

讲、修撰、典籍等官六员。” 可见在《会典》中，同样有永乐内阁

官的记载，而且是把入值的内阁官与没有入值翰林官作出了明显的，

区别。

至于说到《明太宗实录》，有些论者一方面坚称：在《成祖实

录》里没有“内阁”之称；另方面又承认有两个“特例”：一是永乐

四年二月壬申的记载说：“上（朱棣）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嘉禾诗勒石

①《明史》卷 《职官志二》。

同上书，卷 《职官志二》。

③同上书 ，卷 《杨士奇传》。

④《大明会典》卷 ，第 页。

⑤同上书 ，卷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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